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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传统行业的场域规则，企业需要开展制度创业突破已有制度的约束，

但已有文献缺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制度创业过程的研究．本研究基于制度创业理论，利用企
业调研数据，考察了数字领导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领导力通过推
动制度变革活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信息搜索能力对数字领导力与制度变

革活动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积极的调节作用．研究将制度创业理论引入到数字化转型领域，从新
的视角拓宽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并促进制度创业理论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境下的

应用和发展，也为企业提升数字化转型绩效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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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通过信息技术、计算技术、

通信技术和连接技术等有关数字技术的组合应

用，触发企业组织特性的重大变革，并重构组织结

构、行为及运行系统的过程
［１］．企业对新技术的

发展和使用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然而，

现有运行体系和制度规定对新技术的接受往往滞

后于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会对

场域内现有规则和制度产生冲击
［２］．制度理论指

出，当技术创新和现有制度不一致或者相冲突时，

往往会被领域内其他行动者视为不合法，进而侵

蚀技术进步带来的优势．因此，数字化转型的成
功，不仅需要企业能够在现有制度的指导和约束

下，调动技术资源以快速抓住数字技术带来的机

遇，更需要企业能够通过各种活动来变革现有的

制度，以使其能够支持组织的数字化转型
［３，４］．目

前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主要关注前者，而后

者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这也是中国企业数字化转

型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制度创业理论认为，当组
织受到制度约束时，管理者可以发挥其领导力来

调动、利用和整合资源推动既有制度转变或创造

新制度
［５］．例如，在美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其董事长积极谋划，亲自组织和部署，在系统化推

进其数字技术不断创新的同时，积极推动行业制

度的变革，从而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越来越
多的学者呼吁研究数字化转型中企业管理者推动

场域内制度演变的过程
［３，６］．

根据制度创业理论，组织的制度变革活动是

制度创业的微观过程，也是制度创业的实现路

径
［７］．组织制度变革活动指的是，在缺失的制度

环境中，管理者突破现行制度阻碍或构建并推广

新技术标准或商业模式，从而使制度环境有利于

企业发展的活动
［８］．由于制度创业的颠覆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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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组织实施制度创业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支持．
因此，当把企业数字化转型看作是制度创业过程

时，企业需要打造数字领导力．然而，目前对数字
化转型情境下制度创业过程的实证研究依然匮

乏，仍然不清楚企业的数字领导力是否推动制度

变革活动来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制度创业理论引入数

字化转型研究，探讨数字领导力通过推动企业在

数字化情境下的制度变革活动来提升数字化转型

效果的过程机制．本文认为，数字领导力的打造有
助于企业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联合内外部

利益相关者一起推动制度变革活动，进而提高企

业数字化转型绩效．同时，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下，
企业信息搜索能力是数字资源可供性（ａｆｆｏｒ-
ｄａｎｃｅ）的关键，它影响着数字领导力的作用效
果
［９，１０］．借助于信息搜索能力，企业才能有效发

挥数字领导力的作用，及时识别制度变革机会，有

效降低制度变革的风险和约束，及时调整不适应

数字化发展的制度安排
［１１－１３］．因此，本文认为信

息搜索能力对数字领导力与制度变革之间关系存

在着积极的调节作用．本文利用大规模企业调研
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论述．

本文对数字化转型文献和制度创业理论研究

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将制度创业理论引入到数
字化转型领域，构建“数字领导力 －制度变革活
动－数字化转型绩效”的框架脉络，从新的视角
拓宽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

［３］．其次，将
数字领导力的影响从内部管理角度拓展到与外部

制度环境的互动，即制度变革活动，丰富了数字领

导力发挥作用的路径．同时，通过研究信息搜索的
调节作用，进一步指出数字领导力在什么情境下

更加有助于企业数字化制度变革活动，揭示了数

字领导力发挥作用的边界．最后，目前制度创业的
文献主要是基于理论模型的构建和个案研究来揭

示场域层面制度变迁的过程．本文在数字化转型
情境下，围绕制度变革活动构建理论模型，发展了

数字化情境下制度变革活动测量量表，并利用大

规模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数字领

导力与信息搜索能力对数字化情境下制度变革活

动和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过程，拓展了制度创

业的理论研究
［７，１０，１４，１５］．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从新

的视角理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成败的原因，还

能促进制度创业理论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境下的

应用和发展．

１　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

１．１　制度创业：从被动顺从到主动变革
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决策和行为是由强制性、

规范性和认知性等制度规范所塑造的．规制性制
度指的是明确、外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用以

制约、惩罚和规制行为；规范性制度指的是那些说

明性、评价性和义务性的制度，包括由专业协会、

商业团体等建立和推广的标准；认知性制度反映

了特定情境下大众共享的认知结构和对特定事物

的认可程度
［１６］．遵守“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制度

是制度理论的核心．组织通过顺从制度规则来获
取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合法性，即制度决定了组

织的行为选项，规定了哪些行为可行，哪些不可

行
［１７］．然而，这一观点却忽视了行动者的主观能

动性，无法解释组织响应的差异性现象．制度创业
将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利益引入制度分析，

为观察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因而成为制度理论新的研究方向．制度创业是特
定行动者认识到改变现行制度或者创造新制度所

蕴含的潜在利益，通过建立并推广获得认同所需

的规则、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从中创造、开发

和利用盈利机会的过程
［１７］．那些试图通过建立新

的制度来打破制度约束的行动者被称为制度创业

者．制度创业不仅被应用于创业领域［１８］，还被广

泛应用于医疗组织变革、新组织形式涌现、商业模

式革新等涉及到制度创新领域的研究
［７，１０，１９，２０］．

特别是，一些重大技术革命带来突破性技术时，往

往也会导致制度的改变
［２１］．Ｈａｒｇａｄｏｎ和 Ｄｏｕｇ-

ｌａｓ［２２］研究了爱迪生为推广电力照明系统这项突
破性技术时开展的制度创业活动．

制度理论通常关注宏观制度对个体或组织行

为的影响，而制度创业理论围绕行动者（个体或

组织）的主观能动性开展研究．本文关注的企业
层面制度变革活动是在缺失的制度环境中，管理

者突破现行制度阻碍或构建并推广新技术标准或

商业模式，从而使制度环境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活

动
［８］．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下，制度变革活动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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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主动影响和塑造数字化相关的规制性、规范

性和认知性制度，突破数字化发展面临的制度约

束的能力
［２５］．其中，规制性制度变革活动体现组

织管理者积极影响数字相关法律法规能力，努力

争取政府对本企业数字化发展的认可和支持；规

范性制度变革活动关注组织管理者积极影响和引

领数字化标准的能力，努力争取上下游同行等市

场主体对企业数字化产品服务和运营模式的认

可；认知性制度变革活动关注组织管理者积极倡

导数字化发展新模式的能力，努力争取社会公众

的认可．如美的企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过程
中，企业领导人在全国两会提交提案，呼吁政府为

企业数字化投入继续出台更多财税政策，同时积

极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并努力推动企业数字化

产品或服务获得美的企业合作伙伴、上游下游相

关者以及社会公众的认可，从而为美的企业数字

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企业基于自身利
益引导制度环境的变革，推动新制度获得外部利

益相关者认可，为企业数字化创新转型建立支持

性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企业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在

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产品或服务创新中的作用，为

提升企业绩效奠定基础．支持性的制度环境不仅
有助于企业获取人力、资金和技术等稀缺资源，实

现数字技术突破，还鼓励企业大胆利用数字技术

创建领先的商业模式和创新的数字化产品或服

务
［２３］，在此基础上，主导行业数字化标准和市场

规则，形成先发优势
［５］．特别是在我国制度环境

下，积极影响或参与政府政策制定的企业，可以获

得开展某些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和机会，降低政策

风险，进而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
［１８］．

在研究制度创业驱动因素时，当前文献强调

制度动荡和制度化程度等场域特征的影响，如重

大科技突破会引发制度动荡，进而推动旧制度的

变革和新制度的建设
［２４］；相对于制度化程度较高

的成熟场域，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新兴场域遇到的

限制和阻力较少，更有可能出现制度创业．制度创
业过程包括提出制度愿景、获取支持、巩固新制度

等不同阶段
［７］．在提出制度愿景时，制度创业者

需要发现当前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更优的制度

方案；在获取支持时，制度创业者需要充分利用社

会资本等资源，传递制度愿景，获得利益相关者对

新制度的支持；新制度的巩固，则需要制度创业者

鼓励更多利益相关者接纳新的制度，形成新的制

度化．制度创业机会存在于客观环境，但机会的发
现和构建是主观建构的过程，制度创业者需要对

制度环境进行搜索，诊断当前制度存在的问题，并

构建出新的制度方案，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寻找合

适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盟，获得资源和支持
［７，１２，２４］．

当前研究主要将场域中心位置的行动主体作

为研究对象，关注政府、专业协会、企业联盟等多

行动主体的联合行动
［６，２４］．这些研究推动了对制

度创业的理解，但文献主要基于理论构建和个案

研究来揭示场域层面制度变迁的过程，对组织层

面微观的制度创业过程探索不足，其结论也有待

企业层面调查数据的检验
［１２，１８，２６，２７］．

１．２　数字化转型是制度创业过程
当前研究从不同角度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生产效率、服务品质、客户满意度以及竞争优势

的积极影响
［１６，２８］．这些研究通常将企业看成是提

供产品和服务的理性运行系统，忽视企业作为嵌

入在特定制度文化环境下的组织，不仅需要适应

商业环境，还需要满足社会预期和制度规则来获

得合法性
［２９，３０］．传统商业环境在长期运行中形成

了特定参与者构成的稳定结构，建立了成熟的制

度体系，形成了明确稳定的秩序．由于数字固有的
标准化和可重编性，数字技术在商业活动情境下

呈现出开放性（ｏｐｅｎｎｅｓｓ）、自生长性（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和可供性（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等特征，推动组织价值创造
和价值占有方式的重大变化

［３２，３３］．如数字技术的
开放性使得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成为价值共创

者
［３４］；
数字技术的自生长性使ＡＰＰ等数字产品可

以根据用户反馈进行实时迭代创新
［３５］；数字技术

的可供性将消费者需求、供应网络、企业生产流程

和产品创新整合在一起，为组织的变革和创新等

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和机会
［３５－３７］．Ｈｉｎｉｎｇｓ等［３］

从

制度视角出发，认为综合采用多种数字技术的数

字化转型带来新行动者、新结构、新实践、新价值

观，导致组织运行机制和制度逻辑的重大变

化
［１５，３６，３８］．因此，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数字技术

的应用，还会颠覆传统的产业结构、生态系统和制

度规范，面临着传统领域的制度压力和新领域制

度不完善的困境
［３，６］．

制度创业的本质是改变组织场域中现有的制

度逻辑，通过引入新的制度来改变当前关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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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目标实现方式的共识
［７］．由此可见，数字化转

型会触发制度创业，这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

的重大挑战和转型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１５］．在数

字化的早期发展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新的

制度来提供动力和保障
［１５，２５］．目前很多数字化领

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或共识，相关法律法规

尚未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积极开展制度变

革活动，塑造有利于数字化发展的制度环境，能降

低企业转型风险，增强数字创新合法性
［２５，３１］．最

近文献开始关注数字情境下企业的制度创业过

程，如贺锦江等
［２５］、魏江等

［６］
研究了互联网平台

企业利用平台网络效应、平台技术优势等推动制

度创业的过程．因此，在探究企业如何提升数字化
转型绩效时，制度创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

视角．
１．３　基于制度创业理论的数字化转型研究框架

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检验和发展制度创业理论

提供了良好的情境．一方面，当前数字化处于早期
发展阶段，还面临较多的制度障碍；另一方面，数

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企业将数字化转型视为首

要工程，积极推动数字化制度框架完善，为实证研

究提供了基础．组织领导作为与外部环境互动的
跨边界管理者，拥有引领制度变革的合法性、影响

力和资源
［７，１４，２６］．数字领导力是数字化时代吸引

影响利益相关者，持续实现群体或组织目标的能

力
［４０］．李燕萍和苗力［４１］

通过对企业领导的访谈

和扎根研究，从能力与行为两方面刻画了企业数

字领导力，并提出数字化战略思维、数字化环境掌

控、数字化人才发展、数字化组织变革、数字化沟

通社交五个维度．由于制度创业的颠覆性特征，打
造数字领导力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优势，联合内

外部利益相关者一起推动制度变革活动，进而提

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关键．另外，信息搜索是
组织从内外部环境中主动关注、获取和评估信息

的过程
［４４］．在数字化环境下，信息搜索能力是影

响数字资源可供性的关键能力．［４４］．借助于信息
搜索能力，管理者才能有效发挥其领导力，快速识

别制度突破的机会，及时调整不适应发展的制度

安排，并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
综合以上讨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制度

变革活动的开展能够为组织自身的数字化发展提

供有利的制度环境，是企业提升数字化转型绩效

的关键．在数字化情境下，数字领导力是组织开展
制度变革活动的重要保障，信息搜索能力是支撑

数字领导力发挥作用的关键条件．据此，提出本研
究的理论模型（见图１）．

图１　理论模型

Ｆｉｇ．１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２　提出假设

２．１　数字领导力对制度变革活动影响
依据制度创业理论和领导力文献，本文认为，

数字领导力是制度变革活动的重要驱动因素．第
一，数字领导力增强了企业开展制度变革活动的

意愿．由于制度变革活动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企业
管理者往往缺乏主动塑造制度环境的意愿．当组
织拥有较强的数字领导力时，管理者会将数字化

转型作为公司优先发展事项，对数字化转型投入

更多的注意力，从而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到数字转

型所面临的制度挑战和阻碍
［３９，４３］．为了更好地抓

住数字化转型的机会，数字领导力较强的企业也

会更加愿意推动制度变革活动．而数字领导力较
弱的企业更有可能主要关注与当前制度体系相适

应的发展机会
［３８］；第二，数字领导力有助于企业

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增强

组织开展制度变革活动的能力．数字领导力对组
织数字化转型的重视和支持，有助于协调内部财

务、技术、人才等关键资源，为塑造有利于数字

化发展的制度环境提供了基础
［４１］．同时，数字领

导力拥有开放思维，能够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

加强企业与产业伙伴的合作，整合公众、消费

者、同行、协会以及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力量，

以谏言、提议和咨询等方式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影响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建立有利于数

字创新的产业标准和行业共识
［４２］．基于此，本研

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　数字领导力对制度变革活动具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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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影响．
２．２　制度变革活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

影响

本文认为企业开展的制度变革活动帮助企业

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制度环境，获得独特的制

度优势，这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第
一，企业开展的制度变革活动能够增强企业外部

合法性，有助于企业获取人力、资金和技术等稀缺

资源，帮助企业实现数字技术突破
［２１］．同时，颠覆

性的数字化商业模式或产品创新面临着较高的市

场风险，支持性的制度环境能够降低企业的创新

风险和顾虑，鼓励企业大胆利用数字技术创建领

先的商业模式和创新的数字化产品或服务
［２３］．更

重要的是，积极影响和塑造公众和消费者认知的

企业，能够在市场上树立良好的形象，提升市场认

可度，这是实现数字化创新商业价值的重要保

障
［３０，３１］；第二，塑造行业数字化技术标准和市场

规则有助于企业在行业中形成数字化转型先发优

势
［４５，４６］．引领行业标准的企业往往拥有较高的行

业地位，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企业，引领行业发展，

推动数字化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２１］；第三，主

动的制度变革活动还能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

的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在我国制度环境下，政策的
滞后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阻碍和风险，积极影响

或参与政府政策制定的企业，能够获得政府支持，

进而获得开展某些创新活动的合法性和机会，并

有助于敏锐察觉政策变动引发的风险，这对中国

制度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至关重

要
［３，１８］．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　制度变革活动对数字化转型绩效具

有正向影响．
２．３　制度变革活动的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改变了组织和场域运行规则，面

临着制度约束．此时，开展制度创业突破制度约
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

［１２］．在数字化
转型情境下，管理者是制度变革活动的发起者，以

制度偏离为特征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管理者构建

数字领导力，增强企业开展制度变革活动能力，塑

造有利于数字化发展的认知、规范和规制制度

基础．
首先，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下，企业管理者需要

发展数字领导力，增强数字环境掌控的能力，打造

和领导数字创新生态
［４７］，集合利益相关者力量推

动制度变革，这是企业突破制度约束的基础；第

二，当数字化转型挑战现有制度时，数字领导力会

帮助企业发现数字化所面临的认知、规范和规制

合法性挑战，设计基于自身数字化优势的制度规

则，并帮助企业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对制度环境

的反塑，提升企业开展制度变革活动的意愿和能

力；最后，企业制度变革活动的开展，为企业数字

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影响和引领

数字化制度规则的企业更能从数字化转型中获得

绩效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数字领导力对
制度变革活动有重要推动作用，反过来，制度变革

活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进

而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这表明数字领导力
通过制度变革活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产生传

导作用．因此，结合假设１和假设２，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３　制度变革活动在数字领导力与数字
化转型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２．４　信息搜索的调节作用

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资源的可供性是

数字领导力推动制度变革的关键，而信息搜索能

力是组织整合不同利益相关者力量、增强数字资

源可供性的关键能力
［３，１２］．因此，发挥数字领导

力在制度变革活动中的作用，还需要信息搜索提

供决策保障．
本文认为信息搜索对数字领导力与制度变革

活动的关系存在着积极的调节作用．第一，信息搜
索帮助管理者更好地识别当前数字化转型中面临

的制度束缚．积极开展信息搜索活动，帮助组织管
理者对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制度束缚形成较为全面

的了解，识别当前制度环境存在的问题，为数字领

导力发挥作用提供方向指引
［４８］；第二，信息搜索

活动有助于管理者针对当前制度不足提出新的制

度方案．推动制度变革的关键是能否设计出针对
性的制度方案．广泛的信息搜索活动，帮助组织管
理者从多元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差异化的互补信

息，为管理者设计有利于数字化发展的制度框架

提供线索，开展重塑行业规范、影响政府政策、改

变社会认知等制度变革活动，提升数字技术的可

供性及其带来的发展机会
［１２］．因此，信息搜索成

为数字领导力推动制度变革活动的重要条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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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４　信息搜索对数字领导力和制度变革
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

为了保证研究严谨性，在正式调研前，选取了

１０家企业进行了预测试，与被试者进行了交流，
对问卷中测量量表存在的问题或表述不清的地方

进行了修正．在正式调研阶段，为获得更真实的数
据，将调查的学术性质告知被访者，强调了匿名填

答和内容保密．
新冠疫情对企业经营造成了较大影响，但也

推动了中国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本研究分别在
疫情期间和疫情后开展了两波调研．调研对象限
定为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传统企业，没有开展数字

化转型的传统企业或者数字新企业则不属于调研

对象．为了获得高质量的样本数据，本文通过学校
ＭＢＡ学员信息系统进行样本筛选，在与学员确认
企业符合要求后，通过学院和校友学员帮助联系

企业高管．同时，本文获得了南京市企业联合会、
苏州工业园区科创企业联合会、地方商会等机构

的支持，帮助联系企业发放问卷，扩大了数据来

源．在确认企业符合调研要求后，将调查问卷通过
网上链接发放．调研共回收问卷４３３家，剔除问卷
填写存在明显问题（填写时间短、明显的规律性、

明显雷同等）、投资型企业、数字新企业等样本

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３７８家，其中疫情期间获得
的有效样本为１４５家，疫情后获得的有效样本为
２３３家，有效样本率８７．３％．为了降低同源方差的
影响，再次联系对完成问卷填写的企业，邀请另一

位高管再次填写问卷，最终１３６家企业完成两份
问卷．本文对两次调研企业名单进行核实，确保不
存在重合的调查对象，并比较了两次调查企业样

本，Ｔ检验的结果没有发现在企业规模以及企业
年龄上有显著的差异．

最终样本中，由董事长或总经理填写完成的

问卷占比２２．２％，其余为高层管理人员．企业性
质方面，民营企业占比６６．９％，国有企业占比为

２２．５％，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占比１０．６％．企业规模
方面，１００人以下占比２８．３％，１０１人 ～５００人占比
３２．３％，５００人以上占比３９．４％．行业分布方面，制造
行业占比３７．６％，信息服务业占比１１．９％，技术服务
业占比１０．１％，批发和零售业占比８．５％，金融服务
业占比５．０％，建筑业占比４．８％，电力热力企业占比
４．８％，交通运输业占比４．０％，剩余为其他行业．总
体来看，研究样本与研究内容匹配．
３．２　变量测量

数字化转型绩效　根据冯文娜等［４９］
对战略

转型绩效的测量，本文用４个题项来测量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绩效，如“企业推进数字化后，盈利能

力不断增强”等．同时，在疫情后的调研中，询问
企业过去三年数字业务占销售额的比重，分为

１）０％；２）０％～１５％；３）１５％～３０％；４）３０％～５０％；
５）＞５０％五个等级，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
客观测量指标，减少主观测量对研究结果造成的

影响．主客观测量的对比分析获得了一致的研究
结论．

数字领导力　根据李燕萍和苗力［４１］、Ｂｅｎｉｔｅｚ
等
［４２］
开发的量表，本文用５个题目测量企业的数

字领导力，题项包括“领导在战略上的数字化思

维能力很强”、“领导有效应对科技发展环境和科

技政策环境的能力很强”等．
制度变革活动　采用黄胜等［８］

在已有文献

和扎根研究的基础上开发的测量指标，该量表用

４个题项来测量企业整体上的制度变革活动，包
括“根据公司利益引导制度环境的变革”、“建立

一套新的技术标准或商业模式”等．接着，根据陈
晓萍等

［５０］
的建议，本文采用演绎法进一步发展了

制度变革活动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下的测量量表．
首先，基于Ｋｗａｋ等［３１］、Ｈｉｎｉｎｇｓ等［３］、蔡宁等

［４］
等

对数字化转型下制度变革活动的研究，并参考Ｏｌ-
ｉｖｅｒ和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５１］，项国鹏等［２６］、黄胜等

［８］
的研

究，初步发展出９个条目的量表．然后，经过专家
打分进行内容效度分析，去掉２个条目．最后，利
用１３６家企业调研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效
标效度分析，证实新发展的７条目数字化制度变
革活动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可接受的校标

效度．测量题项包括“努力使公司数字化产品／服
务成为行业技术标准”、“根据公司数字化优势，

参与和引导行业数字标准的制定”、“努力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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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企业数字化产品／服务／流程／模式树立为行
业规范”等．

信息搜索　参考Ｋｉｓｓ等［４８］
的测量，利用５个

题目来衡量企业信息搜索能力，包括“投入大量

的努力来收集可能有价值的信息”、“千方百计寻

找可能有相关信息的信息源”等．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

规模、环境丰裕度、市场不确定性、技术不确定性．
其中企业规模根据企业人数测度；由于企业所处

环境、市场和技术的动荡等经常影响企业数字转

型绩效，因此本研究控制了环境丰裕度、市场不确

定性、技术不确定性３个变量．根据 Ｓｉｄｈｕ等［５２］

的测量，环境丰裕度由 ３个题项量表进行测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０．９０２），如 “在市场中容易获得运
营和扩张所需的资源”；市场不确定性包括３个
题项（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０．８０４），如“很难预测市场需
求的变化”；技术不确定性包括 ３个题项（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α＝０．９１６），如“行业中技术发生变革的程度
很大”．问卷调查中采用５级量表（“１”代表“非常
不同意”、“５”代表“非常同意”）．

３．３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对测量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

在信度检验方面，数字化转型绩效（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０．９５５）、数字领导力（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０．９６１）、制度
变革活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０．９３８）、信息搜索（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α＝０．９５３）等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均大于０．７，
说明量表信度较好．使用 Ａｍｏｓ对由数字领导力、
制度变革活动、信息搜索、数字化转型绩效四个主

要变量所构成的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ＣＦＡ），模型的拟合度指标（χ２／ｄｆ＝２．４７７，ＲＭ-
ＳＥＡ＝０．０６３，ＴＬＩ＝０．９７２，ＣＦＩ＝０．９７７，ＮＦＩ＝
０.９６２），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同时，
本研究将四因子模型与三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

一因子模型 ＣＦＡ结果进行对比来检测变量间的
区分效度．表１结果显示，与其他３个模型相比，
本研究所假定的四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为理想．
此外，变量的组合系数（ＣＲ）均大于０．９，平均提
炼方差（ＡＶＥ）均大于０．７，并且 ＡＶＥ的平方根均
大于所在行和列中的其他相关关系数值（见表

２）．这些结果表明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Ｎ＝３７８）

Ｔａｂｌｅ１ＣＦ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３７８）

模型 因子 χ２／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ＣＦＩ ＴＬＩ ＮＦＩ

四因子模型 ＤＬ；ＩＳ；ＩＣ；ＤＰ ２．４７７ ０．０６３ ０．９７７ ０．９７２ ０．９６２

三因子模型 ＤＬ＋ＩＳ；ＩＣ；ＤＰ ９．７９１ ０．１５３ ０．８５８ ０．８３５ ０．８４５

二因子模型 ＤＬ＋ＩＳ＋ＩＣ；ＤＰ １４．２７６ ０．１８８ ０．７８２ ０．７５１ ０．７７０

一因子模型 ＤＬ＋ＩＳ＋ＩＣ＋ＤＰ １９．７７３ ０．２２３ ０．６９０ ０．６４８ ０．６７９

　　注：ＤＬ表示数字领导力；ＩＳ表示信息搜索；ＩＣ表示制度变革活动；ＤＰ表示数字化转型绩效，＋表示多个因子合并成为一个因子．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Ｎ＝３７８）

Ｔａｂｌｅ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３７８）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数字化转型绩效 ３．４７０ ０．９５７ （０．７９６）

２．数字领导力 ３．７０１ ０．８９８ ０．６８６** （０．７９１）

３．制度变革活动 ３．７３２ ０．８３８ ０．６２１** ０．６５８** （０．７７７）

４．信息搜索 ３．５７９ ０．８８４ ０．７０９** ０．７２０** ０．６９５** （０．７２４）

５．企业规模 ２．４０７ １．２８４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９** ０．２２０** ０．１７５** －

６．环境丰裕度 ３．１２４ ０．９５４ ０．４８５** ０．４８４** ０．４９７** ０．５６６** ０．２４０** （０．８２８）

７．市场不确定性 ３．１２０ ０．８３９ ０．４０８** ０．３９３** ０．３９６** ０．４４４** ０．１６１** ０．３９７** （０．７７７）

８．技术不确定性 ３．５１２ ０．８６８ ０．４８０** ０．５１５** ０．５５２** ０．５８２** ０．２６５** ０．４９３** ０．５６３** （０．８１２）

　　注：**表示在１％水平下显著相关（双侧检验），对角线上为ＡＶＥ平方根．

３．４　同源方差分析
本文对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在统

计方法上，首先进行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验，结果显

示，第一个主成分因子的累计解释方差为

１６.２２８％，远小于４０％的标准．另外，采用ＣＦＡ方
法评估了将数字领导力、制度变革活动、信息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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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数字化转型绩效四个变量组合成一个变量的模

型，模型的拟合度指标（χ２／ｄｆ＝１９．７７３；ＲＭＳＥＡ＝
０.２２３；ＴＬＩ＝０．６４８，ＣＦＩ＝０．６９０；ＮＦＩ＝０.６７９）很
不理想，这表明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同源方差．最
后，一家企业由两位高管填写问卷能减少同源方

差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中，对由两位高管完成调研
的企业样本进行分析，获得了一致的结论．

４　研究结果

４．１　假设检验
表２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采

用层次回归技术检验假设，解释变量的 ＶＩＦ值最
大为２．６２７，远小于临界值１０，表明不存在严重的
多重共线性问题．表３中，模型１是控制变量对制
度变革活动的回归模型；模型２是加入自变量后
对制度变革活动的回归模型；模型３是加入调节
变量及交互项对制度变革活动的回归模型；模型

４是控制变量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回归模型，模

型５是自变量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主效应回归模
型；模型６是制度变革活动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
回归模型；模型７是同时加入自变量数字领导力
和中介变量制度变革活动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回

归模型．
假设１提出数字领导力对制度变革活动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表３中模型２结果显示，数字领导
力对制度变革活动有积极影响，回归系数是

０.４５４（Ｐ＜０．００１），假设１得到验证．假设２提出
制度变革活动对数字化转型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表３中模型６的结果显示，制度变革活动对
数字化转型绩效有积极影响，其回归系数是

０.４４０（Ｐ＜０．００１），假设２得到验证．假设３提出
制度变革活动在数字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绩效之

间起中介作用．本文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进行
５０００次重复取样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领导力通
过制度变革活动影响数字化转型绩效的中介效应

是０．１１３，且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２５，０．２０６］不
包括０，中介效应成立，因此假设３得到验证．

表３　回归分析结果 （Ｎ＝３７８）

Ｔａｂｌｅ３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３７８）

变量
制度变革活动 数字化转型绩效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企业规模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环境丰裕度 ０．２７９*** ０．１４９*** ０．０６７ ０．３０１*** ０．１４７*** ０．１７８*** ０．１１３*

市场不确定性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４*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７*

技术不确定性 ０．３６１*** ０．２１９*** ０．１４３** ０．２４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４

数字领导力 ０．４５４*** ０．３１３*** ０．５３７*** ０．４３１***

制度变革活动 ０．４４０*** ０．２３３***

信息搜索 ０．３８３***

数字领导力×信息搜索 ０．１５８***

Ｒ２ ０．３７７ ０．５１３ ０．５８４ ０．３２７ ０．５１７ ０．４４７ ０．５４３

Ｒ２变化量 ０．１３６ ０．０７１ ０．１９０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６

Ｆ ５６．５２３*** ７８．４３９*** ７４．３０４*** ４５．２４８*** ７９．４９７*** ６０．２５０*** ７３．４９２***

　　注：*表示Ｐ＜０．０５，**Ｐ表示＜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假设４提出信息搜索对数字领导力与制度变
革活动关系的积极调节作用．为了消除可能存在
的共线性，本文采用标准化之后的数字领导力和

信息搜索来创造交互项．表３中模型３结果显示
数字领导力和信息搜索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

０.１５８（Ｐ＜０．００１），说明信息搜索对数字领导力
和制度变革活动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

用．本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分析了不同的信息搜索

条件下，数字领导力对制度变革活动影响程度的

差异．分析结果见表 ４，低分组时，中介效应为
０.０４９，９５％的置信区间［０．００５，０．１０６］，对于较
低的信息搜索能力而言，数字领导力对制度变革

活动的正向影响显著；高分组时，中介效应为

０.１１１，９５％的置信区间［０．０２５，０．２１１］，数字领
导力对制度变革活动的正向影响显著，高低两个

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差值为０．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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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的置信区间［０．００７，０．１５５］；有调节的中介
检验指标ｉｎｄｅｘ值为０．０３５，其９５％的置信区间是

［０．００４，０．０８８］，不包含０，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效
应成立．

表４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Ｔａｂｌｅ４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

效应 中介路径 调节变量 效应量系数 ＢｏｏｔＳＥ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间接效应 制度变革活动
低信息搜索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６

高信息搜索 ０．１１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５ ０．２１１

组间差异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７ ０．１５５

４．２　稳健性分析
４．２．１　数字化制度变革活动和数字化转型客观

绩效对比分析

在第二波调研中，开发了数字化制度变革活

动的测量量表，并收集了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客观

指标，可以进行稳健性分析．表５为回归分析结
果．模型２的结果显示，数字领导力对数字化制度
变革活动有积极影响，回归系数是 ０．４２４（Ｐ＜
０.００１），假设１得到验证．模型６的结果显示，数字化
制度变革活动对数字化转型客观绩效有积极影响，

其回归系数是０．３３２（Ｐ＜０．００１），假设２得到验证．
本文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进行５０００次重复取样检验，
结果表明，数字领导力通过数字化制度变革活动影

响数字化转型绩效的中介效应是０．１６１，且９５％的置
信区间为［０．０５２，０．２８８］不包括０，中介效应成立，因
此假设３得到验证．这进一步证实了制度变革活动
在企业从数字化转型中获得绩效提升的重要作用．
模型３的结果显示信息搜索与数字领导力的交互项
对数字化制度变革活动的影响也显著（β＝０．０９１，
Ｐ＜０．０５），假设４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５　回归分析结果（Ｎ＝２３３）

Ｔａｂｌｅ５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２３３）

变量
数字化制度变革活动 数字化转型绩效（客观）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企业规模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２

环境丰裕度 ０．３１０*** ０．１９６***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８７ －０．１００

市场不确定性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１ ０．１５３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５ ０．１２８

技术不确定性 ０．４６０*** ０．２９１*** ０．２３５*** ０．１８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９

数字领导力 ０．４２４*** ０．２５２*** ０．２３１** ０．１１５

数字化制度变革活动 ０．３３２*** ０．２７３**

信息搜索 ０．３７７***

数字领导力×信息搜索 ０．０９１*

Ｒ２ ０．５４０ ０．６３９ ０．６８１ ０．１１９ ０．１４９ ０．１７０ ０．１７６

Ｒ２变化量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７

Ｆ ６６．９７１*** ８０．３４６*** ６８．７２０*** ７．７２９*** ７．９３５*** ９．３０１*** ８．０３３***

　　注：*表示Ｐ＜０．０５，**Ｐ表示＜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４．２．２　同源方差的影响
为了控制同源方差的影响，本研究利用由

２人填写完成的１３６家企业样本进行分析．表 ６
为回归分析结果．模型２和模型４的结果显示，数
字领导力对制度变革活动（β＝０．５２５，Ｐ＜
０.００１）、数字化制度变革活动都有积极影响（β＝
０．４８３，Ｐ＜０．００１），假设１得到验证．模型６和模型７
的结果显示，制度变革活动和数字化制度变革活动

对数字化转型主观绩效有积极影响（β＝０．５７８，Ｐ＜
０.００１；β＝０．５３６，Ｐ＜０．００１），同时，模型９和模型１０
的结果显示，制度变革活动和数字化制度变革活动

对数字化转型客观绩效有积极影响（β＝０．２００，Ｐ＜
０．１；β＝０．２６２，Ｐ＜０．０５），假设２得到验证．利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进行５０００次重复取样检验，结果表
明，数字领导力通过制度变革活动影响数字化转型

绩效的中介效应是０．０６６，且９５％的置信区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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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１，０．４６２］不包括０，因此假设３得到验证．在控 制同源方差影响后，本文获得了一致的研究结论．
表６　回归分析结果（Ｎ＝１３６）

Ｔａｂｌｅ６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１３６）

变量
制度变革活动 数字化制度变革活动 数字化转型绩效（主观） 数字化转型绩效（客观）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企业规模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１１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７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３ ０．１０８

环境丰裕度 ０．３２６*** ０．１５６** ０．３９２*** ０．２３６*** ０．３５６*** ０．１６７* ０．１４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２

市场不确定性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５ ０．１２０ ０．３２６** ０．３２０** ０．３２１**

技术不确定性 ０．４８３*** ０．３２６*** ０．４０３*** ０．２５９***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７ －０．１３４ －０．１４３

数字领导力 ０．５２５*** ０．４８３***

制度变革活动 ０．５７８*** ０．２００＋

数字化制度变革活动 ０．５３６*** ０．２６２*

Ｒ２ ０．５２３ ０．７０３ ０．５４２ ０．６９４ ０．３３６ ０．４９６ ０．４６８ ０．１３２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４

Ｒ２变化量 ０．１８０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９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２

Ｆ ３５．９５７*** ６１．５１１*** ３８．７３８*** ５８．９５４*** １６．６０６*** ２５．５３９*** ２２．８８４*** ４．９９７*** ４．６３８*** ５．０９６***

　　注：*表示Ｐ＜０．０５，**Ｐ表示＜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４．２．３　内生性检验
由于信息搜索较强的企业可能具有更高水平

的数字领导力，本文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之间存在

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表２中相关系数也显示信息
搜索与数字领导力的相关系数较高，可能会影响

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两阶段残差介入法进行
稳健性分析．第一步，将数字领导力作为因变量，
以信息搜索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以此获得数字

领导力的预测值，在此基础上，计算数字领导力的

残差值，命名为“数字领导力残差”，该步骤目的

是剔除调节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

其回归结果如表７模型１所示．第二步，将数字领
导力残差作为新的自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验

证数字领导力对制度变革活动和数字化转型绩效

影响的稳健性，结果如表７模型４所示．第三步，
加入数字领导力残差与本文调节变量信息搜索调

节的交互项，验证调节作用的稳健性．模型４的结
果显示，数字领导力残差与制度变革活动的回归

系数为正且显著（β＝０．１６９，Ｐ＜０．００１），数字领
导力残差与信息搜索的交互性系数为正且显著

（β＝０．０４２，Ｐ＜０．１），说明在剔除可能的内生性
影响之后，数字领导力对制度变革活动仍然具有

促进作用，信息搜索仍然具有调节作用．模型７的
结果显示，数字领导力残差与数字化转型绩效的

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β＝０．３６３，Ｐ＜０．００１），数
字领导力对数字化转型绩效起促进作用．在考虑
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相关性和内生性问题后，假

设仍然得到验证．
表７　控制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结果（Ｎ＝３７８）

Ｔａｂｌｅ７Ｒｏｂｕｓｔ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Ｎ＝３７８）

变量
数字领导力 制度变革活动 数字化转型绩效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企业规模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６

环境丰裕度 ０．０６９ ０．２４５*** ０．２４５*** ０．０８５ ０．３０２*** ０．３０２*** ０．０９０*

市场不确定性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６９** ０．０９５*

技术不确定性 ０．１０５* ０．３４９*** ０．３４９*** ０．１７０ ０．２６８*** ０．２６８*** ０．０３６

数字领导力残差 ０．２５９*** ０．１６９*** ０．３６３*** ０．３６３***

信息搜索 ０．６０７*** ０．４４１*** ０．６４６***

数字领导力残差×信息搜索 ０．０４２＋

Ｒ２ ０．５３９ ０．３７７ ０．４１３ ０．５６５ ０．３２７ ０．３８０ ０．５７６

Ｒ２变化量 ０．０３６ ０．１５２ ０．０５３ ０．１９６

Ｆ ８７．０６** ５６．５２*** ５２．２９** ６８．６５*** ４５．２５** ４５．６３*** ８４．０４***

　　注：*表示Ｐ＜０．０５，**Ｐ表示＜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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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　删除控制变量的数据结果
最后，为了减少控制变量对回归结果的扰乱，

根据 Ｃａｒｌｓｏｎ和 Ｗｕ的建议［５３］，本研究在回归分

析中去掉所有控制变量，结论依然稳健．
４．３　替代性解释

排除制度适应活动的替代性解释　为了排除
制度适应的影响，在原有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了

制度适应活动（量表来自黄胜等
［８］）．结果显示，

尽管数字领导力对制度适应活动有积极影响，但

模型中同时加入制度适应和制度变革时，制度变

革活动对数字化转型绩效正向影响显著，而制度

适应活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排除了“制度适应活

动”的替代性解释．
排除技术变革、模式变革、组织变革的影响　数

字领导力还可能通过技术变革、商业模式变革、组

织变革等路径发挥作用．为了排除这些因素的影
响，本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了技术变革、模式变革、

组织变革进行分析，其中技术变革以“本企业自

行研发或自主搭建了数字产品（服务）、平台与基

础设施”为测量题项，模式变革以“本企业形成了

数字化程度很高的商业模式”为测量题项，组织

变革以“本企业形成了数字化程度很高的内部管

理与运作模式”为测量题项．分析结果显示，在控
制这些因素的影响后，制度变革活动依然是数字

领导力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重要路径．

５　结束语

５．１　主要结论
本研究从制度创业视角探讨了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揭示了数字领导力通过制度变革活动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绩效产生影响的过程机制．研究主
要结论如下：１）研究发现制度变革活动对数字化
转型绩效有积极影响，表明制度创业理论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成败有重要的解释力．因此，数字化转
型的研究和实践需要超越技术或组织变革视角，

关注如何突破制度约束，建立有利于数字化发展

的制度环境，这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和实践提

供了新的方向；２）研究表明企业提升数字化转型
绩效的关键是构建数字领导力，其发挥作用的关

键路径是制度变革活动的开展．数字领导力帮助

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资源，增强企业

开展制度变革活动的意愿和能力，从而为数字化

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３）研究发现信息搜索
能力积极调节了数字领导力与制度变革活动的关

系，表明信息搜索活动的开展是企业数字化制度

变革活动的重要支撑．
５．２　理论贡献

本研究推动了数字化转型文献和制度创业理

论的发展．首先，将制度创业理论引入到数字化转
型领域，从新的理论视角推动了数字化转型研究

的发展．以往将组织看成理性系统，认为企业数字
化转型主要受到内部组织因素的影响，而忽视组

织嵌入在特定制度环境，本研究率先从制度创业

理论视角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开展研究，有利

于更为完整地认识数字化转型本质和过程
［３］．本

研究响应一些学者
［１５］
提出的从制度视角对数字

化转型的研究号召，着眼于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制

度约束，研究企业如何通过推动制度变革活动提

升数字化转型绩效．研究证实了数字领导力通过
制度变革活动这一路径对数字化转型绩效产生积

极影响，进一步的补充分析还发现，尽管数字领导

力对制度适应活动也有积极影响，但制度适应活

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

步凸显了制度变革活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

要影响．因此，本研究有利于深刻理解我国制度环
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对数字化转型研究提

供了新的方向．
其次，本研究还推动了数字领导力的理论研

究．当前文献初步提出了数字领导力的理论内涵，
但对数字领导力如何发挥作用缺少深入探讨，仅

有的研究主要从内部管理角度，探讨数字领导力

如何推动组织内部业务变革
［４２］．这些研究忽略了

领导作为组织边界管理者，在数字化转型中与制

度环境的互动，限制了对数字领导力形成全面的

理解．本研究转换思路，从制度创业理论出发，揭
示数字领导力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重要机

制是推动组织开展制度变革活动，将数字领导力

的影响从内部管理角度拓展到与外部制度环境的

互动，丰富了数字领导力发挥作用的路径．此外，
通过研究信息搜索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指出数字

领导力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更好地推动数字化制度

变革，揭示了数字领导力发挥作用的边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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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拓展了数字领导力的理论内涵，丰富了数

字领导力的理论研究．
最后，本研究推动了制度创业理论的发展．当

前文献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了制度创业的动机、

策略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但大部分文献主要

基于理论模型的构建和个案研究来揭示场域层面

制度变迁的过程，对组织层面微观的制度创业过

程探索不足，其结论也有待企业层面调查数据的

检验
［１８，５４］．本文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下，围绕制度

变革活动构建理论模型，发展了数字化情境下制

度变革活动测量量表，并利用大规模企业调查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数字领导力与信息搜索

能力对数字化情境下制度变革活动和数字化转型

绩效影响过程，拓展了制度创业的研究文

献
［１０，１５］．以往文献主要聚焦于行动者正式或非正

式地位的影响，且对于行动者社会地位在制度变

革活动中的作用存在着争议
［１４］．本文超越地位视

角的研究，从领导力和信息搜索能力角度探索制

度变革行为的驱动过程，为当前的争议提供了可

能的解释．制度变革活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
的积极影响，也进一步证实了项国鹏等

［２６］
提出的

企业家制度创新活动对转型经济下企业发展的重

要性．
另外，数字化转型中企业的制度创业受到数

字技术独特性的影响，传统情境下的研究结论无

法很好地解释这一过程
［６，２５］．由于制度创业者需

要具备推动制度变革的能量，已有文献主要将场

域中心位置的行动主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政府、

专业协会、企业联盟等多行动主体联合行动的制

度创业过程
［２４，５５］．数字时代单个企业可以利用数

字技术优势发起和推动制度创业．如贺锦江
等
［２５］、魏江等

［６］
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互联网平

台企业的制度创业过程进行了探讨．本文则关注
传统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制度创业过程，揭示

了企业不仅需要打造引领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数

字领导力，还需要积极开展信息搜索活动，填补了

已有文献对数字化情境下企业制度创业过程机理

研究的缺失．
５．３　管理启示

本研究为组织管理者提供了一些实践启示．
第一，揭示了开展有效的制度变革活动能有效提

升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在复杂多变的制度环境下，
管理者要积极主动推进制度变革的进程，如通过

参加工商联、成为人大代表等积极开展谏言、提议

等，以塑造有利于数字化发展的制度环境；第二，

数字领导力是企业有效应对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制

度挑战的关键，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重要

保障．在数字化转型中，企业可以选择具备数字技
能的管理者或者开展数字领导力培训，培养领导

的数字思维；第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需要构

建与数字化相适应的能力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开

放导向的信息搜索能力是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重要能力．
５．４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受各种条件制约，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第一，主要依赖问卷调研数据可能存在着一定
的偏差，未来可以收集客观数据进一步验证本研

究的结论；第二，数字领导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

绩效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过程，可能存在着其它路

径，比如战略变革、利益相关者互动、创新网络构

建等，未来可以引入其它理论视角进一步探讨数

字领导力的作用机制．同时，本研究聚焦于信息搜
索的调节作用，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组织资源、政

治关联、所有权性质等情境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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